
对《人民日报》关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先生报道的回应 

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宝善先生： 

本人韩东方，香港“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 

2015 年 12 月 23 日，贵报发表了记者张璁撰写的一篇新闻报道（责任编辑：曹昆），题为“大

量接受境外组织资金，操纵罢工，升级劳资矛盾，玷污公益之名敛财骗色——起底‘工运之星’真

面目”，其中有如下部分提到“中国劳工通讯”： 

“2010 年，香港一家名为“中国劳工通讯”的组织开始介入资助、拉拢曾飞洋的“服务部”。

“中国劳工通讯”每年向“服务部”提供 70 余万元“活动经费”，并直接负责发放曾飞洋本人的

工资。 

但与此同时，曾飞洋需要每月向“中国劳工通讯”提交财务报表，并在每个季度和每个年度向

其做出工作报告，该“服务部”的会计蒙某某说，在香港“占中”之前，曾飞洋以前“每个月要去

香港一到两次”。另外，“中国劳动通讯”也派人员入境参与“服务部”管理和维权活动的具体策

划，并“坐镇”过工人罢工谈判的现场。” 

该篇报道的标题及内容所用词句，充满国人早已深恶痛绝的煽动对立、制造仇恨的“文革”话

语逻辑。好像“境外组织资金”就是妖魔鬼怪，只要跟境外资金扯上关系，不管是做什么，便其心

可诛。难道，贵报从总编辑到记者们的眼里，这个世界，我们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真的已经晦暗

到了只剩下“拉拢”和被拉拢的关系，只有骗子、傻子、袖手旁观者和落井下石者这几种人吗？难

道，在你们的内心世界，早已不再有志同道合者吗？不再有为了共同理想和精神追求合作奋斗这回

事吗？不再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感情这种东西吗？更不再有基于这种阶级情怀，对中国工人阶级所受

苦难不忍冷眼旁观，不齿于弥漫于街头巷尾和办公大楼里心口不一的假卫道士，从而愿意坐言起行

改变现状的理想主义者吗？难道，在我们这个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社会主义为根本制度的国家，

“境外资本”可以践踏劳动法律法规，“境外老板”可以肆意侵害我国工人合法权益，并能够得到

包括贵报在内的权势者的保驾护航，而包括“中国劳工通讯”在内的“境外组织”，帮助那些遭受

境外资本和境外老板剥削的工人，争取合法权益，反倒应该受到打压，甚至遭受牢狱之灾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



喉舌，却以低级污秽的语言，污蔑协助工人争取合法权益的劳工 NGO 及其工作人员，在贵报记者

笔下，违法侵害工人权益的资本家，反到成了“受害人”。这种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的写作手法，

就算是在贵报的版面上，自“文革”之后也属少见。 

本人作为“中国劳工通讯”的负责人，有责任就贵报这篇报道中与本机构相关的内容作出回应，

以正视听。 

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劳工通讯”。“中国劳工通讯”于 1994 年在香港成立。成立之

初，本机构的定位是“推动中国独立工会运动的发展，实现中国工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

换句话说，本机构成立之初的宗旨，是要推动建立中国的“团结工会”。经过多年观察、实践和思

考，尤其是，通过向国内各地合法权益遭受不同程度侵害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实践，2005

年，“中国劳工通讯”将工作重点调整为：一、通过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协助合法权益遭到各类雇

主非法侵害的工人群体或个体争取经济权利；二、通过介入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将“野猫式”罢

工引导向劳资集体谈判；三、通过积极介入各地建筑行业发生的因工伤、职业病和拖欠工资、工程

款引发的劳资争议，摸清造成这类争议的制度因素，将集体谈判引入到建筑行业用工制度中，使我

国建筑行业能够走出长期以来法外运行、病态运行的恶性循环；四、通过集体谈判，培育工人的团

结意识，提升工人与雇主的议价能力；五、从集体谈判案例中总结经验及教训，为在我国建立企业

集体谈判制度创造条件、打下基础；六、推动建立企业集体谈判制度，通过劳资谈判减少劳资冲突，

避免不必要的罢工，化解劳资敌意，实现劳、资、政三赢；七、通过集体谈判，鼓励有代表性、有

承担精神、有劳资谈判经验的工人谈判代表参与企业工会选举，通过工人参与，将“中华全国总工

会”改造成为能够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利益，敢于、善于在各类企业里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的真正工会；八、通过诉讼和媒体宣传，致力于在我国消除各类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 

2005 年至今，“中国劳工通讯”一直专注于上述工作重点，与国内一批劳工 NGO 以及各地律

师合作，协助合法权益受到雇主非法侵害的工人，通过与企业进行集体谈判，或者诉讼，为众多工

人争取到了合理待遇和赔偿。同时，通过国内主流媒体和网络社会媒体对这类集体谈判和诉讼案件

的广泛报道，推动了一些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改善。 

在工伤职业病方面，自 2007 年以来，“中国劳工通讯”通过协助工伤职业病工人提起诉讼，

为群体和个体工伤职业病职工争取到了近一亿元赔偿款。这些案件，尤其是涉及人数众多，影响大

的群体性职业病案件，经国内主流媒体和网络社会媒体的广泛报道，成功推动一些地方政府对相关

政策作出调整，改善了工伤职业病工人的生存状况。其中，通过在四川省凉山州、乐山市沐川县和

湖北省十堰市等地协助数百名患职业病尘肺病的矿工提起集体诉讼，虽然没能争取到经济赔偿，但



却直接促成了沐川县和十堰市政府调整政策，对于已确诊尘肺病工人因治疗尘肺病及并发症所发生

的医疗费，由政府财政与“新农合”医保共同全额承担。同时，两地患尘肺病的工人及其直系亲属，

可以申请享受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参照沐川县政府的新政策，凉山地区甘洛县、越西县、峨边

县、犍为县、马边县、泸州市江阳区和德阳市什邡县等地政府，也对当地患尘肺病工人的待遇作出

了政策调整，至少 4000 名尘肺病工人及他们的家庭因此受益。“中国劳工通讯”将对这些案例资

料进行整理，以这些地方政府的政策经验为依据，争取推动中央政府出台全国性适用政策，改善全

国数百万患职业病尘肺病工人及他们家庭的生存状况。 

今后，“中国劳工通讯”将继续通过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推动重建我国企业安全生产和职业健

康监督制度。我们的目标是，充分发挥一线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企业工人成为监督企业工作场所

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的主体，从根本上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保障工人的职业健康，减少职业

病的发生。 

在探索建立企业集体谈判制度的路径方面，“中国劳工通讯”与国内一批劳工 NGO 合作，通

过协助自发组织罢工维权的企业工人选举产生谈判代表，理顺谈判诉求，确定谈判策略，将众多“野

猫式”罢工成功导入劳资集体谈判。与此同时，通过这些案例，为在我国建立企业集体谈判制度，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案例中，有些因为资方违法明显，地方政府保持中立，集体谈判启动和进

展都比较顺利，工人权益得到了保障。有些则由于地方政府偏袒资方，以至于雇主明知违法却有恃

无恐，态度强硬拒绝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益遭到雇主侵害的工人，由于没有包括工会组织

在内的任何资源可资利用，无路可走之下，便只有选择停工、罢工。遇到这种情况，劳工 NGO 工

作人员，唯有协助罢工工人及时调整抗争策略，包括最有效的运用罢工升级、再次罢工等策略，为

完全没有组织资源的工人在强硬的资方面前，创造了有力的议价条件。在集体谈判的过程中，一旦

资方做出合理让步，劳工 NGO 工作人员便会及时建议工人和工人谈判代表适时妥协，与资方达成

妥协。而且，在所有案件中，劳工 NGO 工作人员，都会在第一时间建议罢工工人向当地总工会寻

求协助。 

2013 年 10 月，与“中国劳工通讯”合作的劳工 NGO 之一“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与另外

四家劳工 NGO，及 20 名担任过工人集体谈判代表的工人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共同发出的《劳资集

体谈判守则》，便是上述集体谈判制度路径探索实践的重大成果之一。“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微博

主页上，这份历史性文件仍未被删除，请打开链接：

http://www.weibo.com/1266932233/Adx6kp8oj?type=comment#_rnd1452159539491 

 

http://www.weibo.com/1266932233/Adx6kp8oj?type=comment#_rnd1452159539491


几年的实践证明，在我国建立企业集体谈判制度，近期来说，能够有效化解随时随地有可

能发生的罢工事件，长远来说，能够减少雇主对工人权利的非法侵害，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重构

相互尊重的劳资关系。几年的实践还告诉我们，在我国建立企业集体谈判制度，毫无疑问，最大的

受益者是工人，无论是工资还是社保，无论是休假还是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人权益能够得到更

有效的保障。其次是政府，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罢工甚至堵路等公共事件。再者是雇主，可以降低员

工流动率，节省新员工培训成本，降低次品率，提高产品质量，稳定订单。 

“中国劳工通讯”与劳工 NGO 合作，向众多有需要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为工人争取到合法

权益的同时，这些案例的示范效应，也直接推动了一些地方政府政策的完善；协助自发组织罢工工

人选举产生谈判代表，促成企业雇主与罢工工人通过谈判解决争议，为工人争取到了更多利益，也

为将来在我国建立企业集体谈判制度打下了基础。换句话说，“中国劳工通讯”在香港，以“境外

组织”的身份与劳工 NGO 合作，做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做好但却没有做到的工作。推动在

我国建立企业集体谈判制度，能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效促成劳、资、政三赢局面，其效果已被实

践所证实。但是，“中国劳工通讯”及劳工 NGO 就此所作的努力，也把“中华全国总工会”推向

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最前台。这对于各级工会干部们的个人切身利益，尤其是工会高级干部们的切

身利益来说，的确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过去十年来，“中国劳工通讯”与劳工 NGO 的合作项目经

常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阻力，毋庸讳言，这些阻力，都与此有关。这里有必要强调，“中华全国总工

会”及其各级工会，拥有 90 万全职受薪、待遇优厚的工会干部，“中国劳工通讯”人员最多的时

候，只有 15 名全职工作人员，而“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人员最多的时候，只有四名全职工作人员。 

下面介绍“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与“中国劳工通讯”的合作 

2010 年底，本人有幸认识了仰慕已久的“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先生。2011 年初，

基于对“中国劳工通讯”上述工作重点的认同，“中国劳工通讯”开始与曾飞洋先生领导的“番禺

打工族服务部”合作。合作伊始，在我与飞洋先生之间定下一个共识，即，“番禺打工族服务部”

与“中国劳工通讯”的合作，既不偷偷摸摸，也不高调声张。不偷偷摸摸，是因为这项合作的目的，

是要为中国工人争取实实在在的经济权利，实现劳、资、政三赢。不高调声张，是因为体制内有些

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看到集体谈判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更不愿看到工会的实质性改革。这

些人会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以接受“境外组织资金”为借口制造障碍。 

基于上述原则，飞洋先生在此后不久的一次被“喝茶”时，便向请他喝茶的“国保”工作人员

介绍了“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与“中国劳工通讯”的合作情况。也就是说，从那时起直至 2015 年

12 月 3 日飞洋先生被刑事拘留，五年间，“中国劳工通讯”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合作，一



直都是在当地“国保”工作人员的眼皮底下进行的。这期间，“国保”工作人员在喝茶时，时而威

胁飞洋先生，要求他立即停止与“中国劳工通讯”的合作；时而语气相对和缓，提醒飞洋先生，“番

禺打工族服务部”参与协助罢工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案例，成果过于显著，引起了有关方面领导的

不悦，要求他再低调一些。五年来，无论是普通“国保”工作人员还是“国保”领导，无论是威胁

还是提醒，他们对于飞洋先生协助罢工工人通过集体谈判争取更多利益的工作及成效，都表示理解

和尊重。 

在这五年间，飞洋先生多次跟我谈到，他一直在尝试寻找包括总工会在内的“境内组织”资金

资助，但均不成功。五年间，飞洋先生数次向我提出，暂时不要汇款，因为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过

一段时间，压力减小之后，为了保证“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能够继续协助罢工工人与雇主展开集体

谈判，飞洋先生又会恢复接受“中国劳工通讯”的资助款。 

五年来，飞洋先生带领“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尝试介入了大大小小数十起工人自发罢工事件，

其中大部分案例，都成功协助罢工工人迫使雇主坐下来，与工人通过集体谈判解决争议。下面是贵

报报道中所提到的几起案例的详细情况： 

1．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集体谈判 

该案例中涉及护理、清洁、担架、保安员等，共 122 名工人，因后勤服务转包，工人向院方提

出如下要求：1、补缴入职以来的社保与住房公积金；2、计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 3、同工同

酬、废除罚款规定；4、按物价上涨指数调整工资。在“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协助下，护工平均

每人争取到了 2.5 万元补偿金，共计约 250 万元，但包括孟晗在内的 12 名保安工友，却被广州市

白云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 

2．南沙联盛塑料五金模具厂集体谈判 

联盛厂厂方为压低成本，于 2012 年底单方面改变薪酬计算方式，工人实际收入大幅下降。

厂方试图以此迫使工人主动离职，从而规避按《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规定应该向被解雇工人

支付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按该厂大部分工人 10 年以上工龄计算，如果企业解除劳动合同，

每名工人依法应得约四万元经济补偿金，而如果工人自己受不了低收入自己辞职，厂方便不需要支

付任何补偿金。厂方单方面改变薪酬计算方式后，工人在低工资下难以生存，又不愿丢掉自己依法

应得的经济补偿金，但又不知怎样维权，便于 2013 年 5 月找到“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寻求帮助。

“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协助工人选举产生谈判代表，并协助工人代表理解法律依据，理顺谈判重点，

制定谈判策略。此后 5 个月间，工人代表和工人通过包括罢工等方式，最终迫使雇主与工人代表坐



下来谈判。2013 年 10 月，厂方答应依法按实际工龄，向每位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工友支付 4 至 12

万元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并按工龄为工人补缴没人一万二千到一万八千元不等的住房公积金，共

计约 500 万元。 

3．恒宝珠宝首饰厂集体谈判 

恒宝珠宝首饰厂全厂 400 余名工人，大部分工人在该厂工作 12 年以上。2012 年开始，部分工

人发现雇主没为工人缴纳社保金和住房公积金，便找到“番禺打工族服务部”求助。“番禺打工族

服务部”协助工人通过选举产生了集体谈判代表，明确了追讨社保权益的法律依据。最后，通过包

括罢工静坐等和平手段，迫使雇主坐下来与工人代表进行谈判。至 2013 年，恒宝珠宝首饰厂为总

共 236 名工人，补缴了 98 年到 2012 年企业应缴的社保金，共计 700 多万元。 

4．广州军区总医院保洁工集体谈判 

广州军区总医院共有 170 名外包保洁员。到 2014 年为止，这些工人在军区总医院从事保洁

工作均超过 10 年。工人们劳动强度大，但工资却很低，而且没有法定带薪年假、没有社保和住房

公积金。2014 年 5 月，保洁员在“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帮助下，选出工人集体谈判代表，准备

集体谈判。此后，军区医院院务处负责人介入协调，经多方三个多月数轮谈判，于 8 月中旬落实由

“金钟海公司”和“开物公司”两家保洁公司，为 170 名保洁员补缴入职以来的社保金。12 月中

旬，社保金补缴全部完成，共计约 700 万元。 

除了争取到社保权益，本案还出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集体谈判结束后，保洁工要求组建工会，

流花街道办工会于 9月 19日主持进行了工会委员会选举。选举当天共有 100多名保洁工参加投票，

当选的 3 名工会委员，均为本次集体谈判的工人代表，而受流花街道办工会委派参选的街道工会副

主席则落选。流花街道办工会随即宣布，这次由街道办工会全程主持的工会委员会选举无效。 

5．广州大学城环卫工集体谈判 

2014 年 8 月，“广电物业公司”承包广州大学城环卫项目的合同到期，在新一轮的投标中，

“广电公司”没有中标。“广电物业公司”在没有与属下 212 名环卫工人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要

求全体工人到该公司在外地的承包项目工作。由于大部分环卫工家住本地，不能跟随公司到外地工

作，公司决定不会向这部分工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12 名环卫工人找到“番禺打工族

服务部”求助。“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协助 212 名环卫工人选举产生了 18 名工人代表（其中 5 人

为集体谈判代表），向“广电公司”提出集体谈判要约，并依据《劳动合同法》提出谈判的具体诉

求：继续留在大学城从事环卫工作，要求“广电公司”依法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广电



物业公司”先是拒绝谈判，212 名环卫工经全体民主表决决定罢工。随后，当地小谷围街道办出面

协调，“广电物业公司”最终答应谈判。劳资双方前后进行了五次集体谈判，成功签署了集体谈判

协议：1、“广电物业公司”与全体 212 名环卫工人解除劳动关系；2，“广电物业公司”按工龄向

每名工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共计三百多万元；3、新中标进场的“遂城公司”全员接收 212

名环卫工人，继续留在大学城从事环卫工作。 

6．利得鞋厂集体谈判 

从 2014 年 8 月初开始，厂里的部分订单、设备和员工被陆续转移到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的新

厂，厂方非但没有将搬厂计划明确告知工人，反而在部分工人提出疑问时，公开表示不会搬厂。但

是，到十月份，厂方关闭了管理人员食堂，随后又关闭了样品车间。十一月份，又传出大底仓库将

于一个月后关闭，工厂即将搬迁的消息。而且，厂房租赁合同到 2015 年 6 月到期，工人们开始担

心，如果老板在元旦或春节放假期间突然关闭整个工厂，工人们将无法要求工厂补缴社保，也无法

得到合理的安置补偿。8 月 17 日，八位利得鞋厂工友到“番禺打工族服务部”求助，“番禺打工

族服务部”工作人员建议工人选举代表，通过集体谈判争取权益，这一建议得到工人的认同。此后，

“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工作人员多次组织工人代表和工人谈判代表，进行集体谈判技巧和策略培训，

整理谈判诉求的法律依据。12 月，劳资双方经过三轮谈判达成协议：1.厂方一次性向工人补发拖欠

的加班费、带薪年假工资、高温津贴；2.厂方在搬厂前为全体工人补缴社保、住房公积金；3.社保

和住房公积金的具体补缴标准和完成补缴时间，劳资双方继续通过谈判确定。12 月 20 日，全体工

人都拿到了厂方一次性补发的加班费、带薪年假工资和高温津贴。之后三个月，工厂一天天的往外

搬货，但却一直没有拿出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补缴方案和时间表。为免工厂一旦搬走，厂方承诺再

次落空，工人们要求谈判代表再次启动与资方的集体谈判。但由于没有工会组织，早期选举产生的

谈判代表之间，对下一步谈判和行动策略出现分歧。4 月初，在工人们的要求下，“番禺打工族服

务部”再次协助工人经民主选举产生了 19 名集体谈判代表，原代表中，3 人再次当选，11 人落选，

16 人为新代表。4 月 20 日，劳资双方再次进入集体谈判。厂方提出在两年半内完成社保补缴，工

人谈判代表则提出四项诉求：1、在关厂前办理完毕员工社保补缴手续；2、一次性处理工人住房公

积金；3、资方在 4 月 25 日前发布关厂员工安置方案，4 月 30 日前把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发到个

人账户；4、在 5 月 25 前，为不愿去南沙新厂工作的员工开具离职证明，以便工人办理失业保险。

双方经过两轮谈判达成妥协协议，厂方于 6 月 30 日前完成对全体工人社保金的补缴。这一次，为

了防止公司再次食言，1000 多工友日夜护厂，企业无法搬走剩余的设备和货物。新一届 19 名工人

谈判代表，全部参与了护厂行动。终于，4 月 25 日，厂方将关厂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和一次

性处理住房公积金的款项，支付到每名工人的银行账户。随即，工友们收拾护厂睡的铺盖，准备复



工。26 日工厂放假一天，27 日全面复工。利得鞋厂集体谈判历时三个多月之久，“番禺打工族服

务部”协助工人有效运用包括和平罢工在内的手段，迫使雇主与工人代表进行谈判，通过集体谈判，

工人们赢回了厂方企图赖账的约一亿两千万元补偿金和社保！ 

上述，仅是贵报报道中提到的六个集体谈判案例，这只是过去五年间“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协

助自发罢工的工人成功与资方展开集体谈判案例的一部分。如果贵报想就此作深入了解并进行客观

报道，“中国劳工通讯”有相关案例的所有详细资料，我们欢迎贵报派记者前来采访。 

五年来，飞洋先生承受着巨大压力，带领“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协助如此众多的罢工工人，通

过集体谈判，从雇主那里争取到的合法权益，共计约 2 亿元，其中包括加班工资、高温补贴、解除

劳动合同补偿金、补缴社保补缴、补发住房公积金等合法权益。但是，贵报却将飞洋先生及“番禺

打工族服务部”的这些努力，抹黑丑化为“敛财骗色”。贵报记者、责任编辑以及总编辑，内心得

有多么晦暗龌龊，才能写出并决定刊发如此下作的文字来啊！ 

对了，前面提到过，“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作重点之一，是“通过积极介入各地建筑行业发生

的因工伤、职业病和拖欠工资、工程款引发的劳资争议，摸清造成这类争议的制度因素，将集体谈

判引入建筑行业用工制度中，使我国建筑行业能够走出长期以来法外运行、病态运行的恶性循环”。

“中国劳工通讯”一直在寻找，并将继续寻找像曾飞洋先生这样有魄力，有承担，有工人阶级的阶

级情感，了解建筑行业运行情况，对建筑行业工人的疾苦感同身受，愿意全心投入到争取和维护中

国工人权利事业中的“工运之星”。“中国劳工通讯”将与这些“工运之星”携手努力，改变中国

建筑工人的命运，使中国建筑工人能够像欧美建筑工人那样，成为高收入者。 

李宝善先生，现在高级干部换马换得实在太频繁，我每次写这类回应或建议，都会先在网上搜

索找到相关部门负责人，然后再到中纪委网站人名搜索，以确认相关官员是否还在任。我也是今天

在网上搜索，才查到您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为防万一，我在中纪委网站做了几次人名搜索，确认您

的名字不在中纪委网站上，确认您仍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之后，才确定这份回应应该是写给您的。李

先生，你我素不相识，而且，网上资料显示，您还是我的山西老乡，如果文字中有些情绪令李先生

不悦，纯属公事公办，对事不对人，还请李先生见谅。 

韩东方 

中国劳工通讯 

2016 年 1 月 8 日 


